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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
——基于华为公司的案例研究

宋    耘,  王    婕,  陈浩泽
（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组织韧性是组织在面临逆境时表现出的耐受度和恢复力。在逆全球化情境下，企

业面临的全球政治风险激增，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以遭受美国制裁的华为公司为

例，在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逆境事件下，探索中国高科技企业组织韧性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

表明：在全球政治风险下，组织韧性高度依赖于风险萌芽阶段的识别能力；组织韧性基础、风险

文化与意识能促进企业在识别出全球政治风险后选择激活韧性；增加灵活性是韧性激活的首

选方向，增加冗余是高风险环境下的韧性激活策略；在他国政府发起的政治打击下，企业各子

系统的韧性共同决定了组织的整体韧性表现。本文将他国的逆全球化举动纳入可能造成组织

业务中断的逆境事件，构建了中国高科技企业抵御全球政治风险的理论模型，为中国高科技企

业在特殊时期保持组织韧性提供了新的见解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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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主题，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跨国公司建立起制造与贸易

的一体化网络（Laplume等，2016）。与此同时，全球布局也放大了意外事件产生的不良后果，组

织绩效更容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Flynn等，2016），风险管理因此成为国际商务文献中备受

关注的主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经济复苏乏力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显现出逆全球

化的迹象，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显著上升（王小梅等，2014）。现有的逆全球化文献的讨论重

点是不同形式的贸易壁垒对某一行业产生的影响，认为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国际贸易施加干

预的作用对象是行业整体，企业仍然可以在严苛条件下开展相对公平的竞争。然而，中美贸易

摩擦发生以来的一系列事件使我们意识到，需要重新审视政治因素对企业全球化经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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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爆发的“中兴事件”“华为事件”，以及美国政府陆续将海康威视、科大讯飞、商汤科技等

92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的做法，充分揭示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打击对象

出现了从行业整体向企业个体转移的趋势，在全球布局供应链和市场、居于行业领导地位的中

国高科技企业暴露在巨大的政治风险中。

现有研究注意到，当面临逆境事件的威胁时，一些组织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这种组织固

有的特性被称为组织韧性（Vogus和Sutcliffe，2007）。虽然关于组织韧性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

到Staw等（1981）和Meyer（1982）的两篇开创性论文，但随着近年来组织遭遇的外部威胁增多，

如何让组织更具韧性成为管理实践中的重要话题，组织韧性概念也因此在理论上焕发出新的

活力（Williams和Shepherd，2016）。
Martin-Breen和Anderies（2011）曾经指出，韧性研究离不开具体的情境，研究人员需要回

答“对什么的韧性”，才能更好地理解韧性概念和组织决策的有效性。李平和竺家哲（2021）进一

步认为，逆境事件是组织韧性的前因，重度逆境事件将对组织造成严重威胁。在组织层面，现有

韧性研究关注的重度逆境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工业事故、经济危机和恐怖袭击，他国政府

发起的制裁对组织运行的影响没有得到讨论。由于政治打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其他重度逆

境事件的性质形成明显区别，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理解组织韧性的反应和表现具有重要价值。

另外，目前关于组织韧性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情境，中国情境下的组织韧性构建机制和过程亟

待探索（李平和竺家哲，2021）。基于此，本文选取遭受美国制裁的华为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试图

回答：（1）哪些因素决定了华为在猛烈的政治打击下表现出高组织韧性？（2）随着全球政治风险

的发展，华为的韧性反应是如何演化的？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文献研究提炼出全球政治风险下组织韧性反应过程的研究框架，

并提出韧性基础的概念，将其与韧性激活引入框架中，以遭受美国制裁的华为公司为例，探索

中国高科技企业在逆全球化情境下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在全球政治风

险萌芽早期的识别能力对于其组织韧性反应的重要影响，而组织韧性基础、风险文化与意识是

组织韧性激活的关键前提。同时发现，增加灵活性和冗余分别是对应不同风险阶段和风险级别

的韧性激活策略，经过韧性激活和战略调整后的各子系统的韧性共同决定了组织的整体韧性

表现。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组织韧性领域和国家制裁领域的相关研究。

二、  文献研究与理论基础

（一）全球政治风险与国家制裁

政治学领域的文献关注国家遭遇的全球政治风险，对由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发起的政治和

经济制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制裁是由不同政策目标驱动的复杂过程（Doornich和
Raspotnik，2020）。这些研究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关注制裁动机（Giumelli等，2020）、制裁手

段（Jin，2020）、制裁效果（Christie，2016）以及制裁产生的伦理问题（Ellis，2020）。该领域的文献

采用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视角，缺少对非国家主体尤其是企业的关注（Peksen，2019）。
企业全球化经营领域的研究则很少关注政治风险，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些文献中存在

一个普遍看法，即国家的制度中心地位与全球化不相容（佟家栋等，2017）。大多数全球化文献

都刻意去除国家的中心地位，将政府视为消极的行为者，仅执行剩余职能，即为跨国企业全球

治理的不同节点提供法律和政治支撑（刘仕国和吴海英，2013）。企业跨国合作网络的竞争力被

认为主要取决于企业间动态治理的有效性，受政府权力的影响甚微（Gereffi，2014）。
个别研究注意到政治破坏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供应链更容易受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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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破坏的攻击（Asif等，2019）。Williams等（2012）将政治破坏定义为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受到政

治体系正常运行之外因素的挑战，由政治驱动的破坏事件可能对企业供应链的绩效产生严重

的、不可挽回的影响（李瑜敏等，2019）。但这些研究所关注的政治破坏的具体形式是骚乱、街头

示威、军事政变、恐怖主义等，而非针对他国企业进行制裁的政府行为。

近年来，发达国家表现出对占据产业链主导地位的他国企业实施打击的强烈动机，由此造

成的交易限制和财务处罚等是许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亟需

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本研究把全球政治风险定义为不受企业控制的、能够影响贸易路径、贸易

伙伴、知识和资金获取的政治因素，主要表现为特定国家出于政治意图，动用国家力量对他国

企业实施制裁，通过定向打击挤压他国企业的生存空间。

（二）组织韧性及其构成

组织韧性通常被认为是组织在逆境时表现出的耐受度和恢复力，被用来描述那些在遭受

突如其来的打击时，能够比其他组织更快做出反应、更快恢复或在胁迫下以更不寻常方式来发

展业务的组织固有特征（Vogus和Sutcliffe，2007）。研究者用组织韧性来解释组织如何在压力

和障碍下持续取得积极成果，包括在逆境中吸收压力并保持系统正常运行的能力和从意外事

件中恢复的能力（Weick和Sutcliffe，2007）。
由于组织韧性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因此组织韧性的研究也存在多种视角，包括组织对外

部威胁的反应、组织可靠性、商业模式的适应性、韧性供应链设计等（Linnenluecke，2017），组织

韧性的定义尚未统一（Williams等，2017）。Hillmann和Guenther（2020）为了明确组织韧性的概

念，对现有文献中的71个定义进行了统计，发现稳健性是组织韧性最基本的内涵，即组织承受

破坏性事件的影响，修复一定程度的业务中断，保持各个子系统的运行，尤其是组织在逆境中

保持绩效的能力。本文借鉴Hillmann和Guenther（2020）的研究，将组织韧性定义为组织利用其

能力禀赋与环境互动，通过调动资源来维持系统的运行并从逆境中迅速恢复的能力。

组织各个子系统的韧性共同构成了组织的整体韧性，其中，供应链韧性受到广泛关注。研

究者认为，在对供应链的破坏发生后，组织恢复正常绩效水平的能力和速度存在差异。组织需

要在发生意外事件时保持供应链的适应能力，即对破坏做出反应，通过对供应链结构的控制，

将运作的连续性保持在期望水平（孔繁辉和李健，2018）。Jüttner和Maklan（2011）从全球金融危

机中供应链中断的案例证据中总结出四种韧性能力：灵活性、反应速度、获取即时信息、与供应

链成员合作，认为这些能力可以避免或减少逆境事件对收入、成本和交货期的影响。在工业事

故中，研究者关注企业的内部韧性，讨论复杂的组织内部流程的可靠性（Van Den Eede等，

2006），以及如何通过学习来降低小事故持续出现并累积为重大事故的可能性（Sitkin，1992）。
还有个别研究者注意到市场韧性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如朱新球（2019）认为韧性是对资源和产

品市场进行战略部署的结果，当主导企业的战略部署能力提高时，市场韧性随之提高，组织韧

性增加。

（三）组织韧性管理的过程

组织韧性管理始于有效识别和解释威胁。这是针对逆境事件做出主动反应的基础

（Dubey等，2021）。组织需要监测危机的早期信号，拒绝简化解释（路江涌和相佩蓉，2020），以
不断预测威胁到组织核心的变化，并在遭到严重破坏之前采取行动（Hamel和Valikangas，
2003）。

Powley等（2009）提出了韧性激活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当组织意识到威胁、挑战或意外的紧

急情况时，韧性产生的机制。激活是组织在吸收内外部系统信号后，调动其积累的资源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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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始阶段。现有研究指出了缓解外部冲击的两种设计原则：保持冗余和灵活性（Roni等，

2016）。冗余表现为模块化设计、增加库存、供应商多样化等；灵活性则表现为重构业务关系的

能力，或生产能力适应需求端和供应端条件变化的敏捷性（Srinivasan和Swink，2018）。两种设

计原则实际上提供了激活韧性的两个不同方向。

企业针对逆境会做出怎样的战略调整是组织韧性文献中的重要主题（Ivanov等，2017）。组
织的韧性反应从时间上可分为事前主动反应和事后被动反应（Dubey等，2021），具体举措包括

调整业务模式（Gittell等，2006）、解放资源（Hamel和Valikangas，2003）、探索新的战略选择

（Srinivasan和Swink，2018）等。战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组织的资源与能力禀赋（Pal等，

2014），Vogus和Sutcliff（2007）指出，组织层面的韧性建立在组织过程和组织资源的基础上，宽

裕的资源是影响组织韧性的重要变量，能增强组织的问题解决能力（Linnenluecke和Griffiths
2012）。本文将风险事件发生时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与流程称为韧性基础。

（四）理论研究启示与研究框架

韧性领域的研究高度依赖于场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事故频发，

当时韧性研究的关注重点是高可靠性组织的成功实践。“911事件”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破

坏，导致研究重点转向在恐怖袭击等巨大不确定条件下供应链的应对机制。由于这些逆境事件

的性质和产生影响的范围，研究者通常聚焦于组织特定系统（如供应链）在打击下的韧性表现，

缺少各系统协同反应对组织整体韧性贡献的分析。此外，在韧性反应过程的研究中，现有文献

主要关注遏制危机（Linnenluecke，2017），但正如Weick和Sutcliffe（2007）所指出的，预测危机在

组织韧性中的重要性至少与遏制危机相当，需要就组织如何预测危机提供更多的经验证

据（Andersson等，2019）。而韧性激活是另一个研究缺口，被视为韧性研究的新方向之一

（Linnenluecke，2017）。当今时代，反全球化成为最大的环境风险事件，讨论由此产生的全球政

治风险对供应链和市场都高度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影响，及其如何识别风险、激

活韧性，并在各个子系统上做出战略调整，将有助于我们对组织韧性形成新的见解。

综合现有理论的核心论述，本文梳理出基于组织韧性基础的“风险识别—韧性激活—战略

调整—韧性表现”的分析脉络，以考察随着全球政治风险的演变，企业做出韧性反应的过程，揭

示高组织韧性形成的内在机理。案例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风险
事件

韧性表现

韧性基础

韧性激活 战略调整风险识别

图 1    全球政治风险下组织韧性反应过程的研究框架
 

其逻辑线条如下：风险事件会触发企业的韧性反应，企业基于对全球政治风险的识别，决

定是否激活韧性，并做出战略调整。韧性激活受到韧性基础的影响，韧性基础扎实的企业更可

能以积极方式来应对挑战。战略调整会使韧性基础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下一阶段的韧性激活选

择。在最终危机降临时，企业的战略调整决定了组织韧性表现。

三、  研究设计

（一）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原因是：（1）本研究探讨全球政治风险下中国高科技企业

的韧性机制，案例研究方法适合解决此类“怎么样”类型的研究问题（Eisenhardt，1989）。（2）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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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高度依赖于情境，美国政府的政治打击是中美摩擦加剧情境下中国高科技企业面临的

新问题。单案例研究能够保证案例研究的深度，进而在丰富信息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新的理论

框架（Pan和Tan，2011）。（3）纵向案例研究方便呈现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因此能够观察各个

时间节点上的关键事件并识别其因果逻辑链条（Eisenhardt，1989）。通过合理划分阶段对案例

进行深入剖析将有助于反映案例企业的韧性反应在不同风险时期的变化，从中探索案例企业

组织韧性的演化过程，归纳出增强组织韧性的有用见解（Bullough等，2014）。
（二）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为”）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个：第一，内容适配

性。2018年的“华为事件”一度成为国内时政热点话题，从2002年进入美国市场到2018年遭受政

治打击，华为经历了组织韧性不断加强并且经受美国政治打击考验的全过程，与研究主题相匹

配。第二，案例企业的独特性。美国政府的打击目标往往是在全球实现深度纵向分工并在全球

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他国企业，华为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企业之一，而能在高强度的政

治打击下表现出较强组织韧性的企业则更加稀有。因此，华为面对全球政治风险的组织韧性演

化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而独特的研究素材。第三，数据易获取性。一方面，华为自2006年起每

年发布企业年报，同时广受媒体、学者的关注，二手资料非常丰富；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团队

与华为的部分中高层管理者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有利于一手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保障研究资料

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

（三）案例描述

华为成立于1987年，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和排名第二的手机品牌企业。

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8 588.33亿元，净利润626.56亿元。华为的国际化始于1996年，先后进入俄

罗斯、欧洲、亚非拉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但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华为遭遇到美国政府的阻挠，全

球政治风险从萌芽到最后全面爆发，发展时间轴与华为的主要韧性反应如图2所示。
 
 

2013

不再将美国视
为战略性市场

2016

零部件
国产替代

2012.3

手机芯片
K3V2商业化

2019.4

国内市场实施
“1+8+N”战略

2018.7

启动“达芬
奇计划”

2019.8

发布鸿蒙
操作系统

2018.4

任命首席
合规官

2004.10

海思
成立

2011

成立贸易合规及
海关遵从委员会

2018.8

海思备胎
芯片转正

2007年初
开始合规
制度建设

思科事件
2003.1

美国政府禁止
华为参与竞标
2010.11

美国国会听证
2012.9

FCC对华为
展开调查
2018.4

特朗普
签署法案
2018.8

BIS将华为列
入实体清单
2019.5

BIS宣布
全面禁令
2020.5

全球政治风险萌芽阶段
(2003—2009)

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化阶段
(2010—2017)

全球政治风险全面爆发阶段
(2018—2020)

图 2    华为面临的全球政治风险及韧性反应时间轴
 

关于全球政治风险阶段的划分，研究团队在分析案例素材的基础上与访谈对象进行充分

讨论后确定。华为某高管在接受访谈时指出：“思科事件引发了华为对全球政治风险的警惕，随

后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因此，本研究以思科诉讼发生的2003年作为全球政治风险萌芽阶

段的起点。“2010年到2012年是关键阶段，美国政府不仅多次干预华为的在美业务，并且首次针

对华为发起听证并出具了调查报告”，据此，本研究将2010年华为竞标Sprint Nextel项目受阻作

为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化阶段的起点。而风险全面爆发则以2018年为起点，当年4月美国联邦通

信委员会（FCC）对华为展开调查，拉开了对华为实施全面打击的序幕。

（四）数据收集

案例企业的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其中调研访谈的过程如下：第一阶段是

2019年9月至10月，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的风口过后，研究团队2次访华为，围绕“全球政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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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与组织韧性”展开深度访谈。第二阶段是2020年9月至11月，华为的芯片和操作系统被禁用后

开展了2次跟踪访谈，更新“华为事件”的进展和丰富相关的细节内容，并就案例阶段划分进行

讨论。第三阶段是2020年12月，研究团队再次与华为高管展开了1次深度访谈，探讨研究的主要

观点，同时更新数据。除了正式访谈，研究团队还多次通过电话和微信与华为的受访者联系，核

实关键数据。在二手数据中，华为高管围绕企业风险文化与“华为事件”的公开发言也构成研究

的关键数据资料。多重数据来源之间形成三角验证，使得研究数据能够互相检验和补充，有效

提高了本研究的信度。
 

表 1    数据来源表

数据类型 主要来源
公司公开资料 公司官网公开的资料与信息、年度报告等
高管的公开发言 公司高管的公开发言稿及接受媒体的采访等
新闻报道 主流媒体关于“华为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实地参观
参观地点 总时长

华为深圳总部、华为东莞松山湖基地 约360分钟

访谈资料

访谈对象 总时长
公司副总 约120分钟
公司对外部门负责人 约120分钟
某地区分公司总经理 约540分钟
荣耀某部门部长 约240分钟
荣耀某项目负责人 约180分钟
2名海外地区业务部门经理 约80分钟

 
 

（五）数据分析与构念测度

参考Pettigrew（1990）提出的纵向案例分析策略，数据分析的过程如下：首先，构建时间轴，

将所有资料按照时间序列整理，以厘清华为所面临的全球政治风险的发展过程及其应对举措。

其次，主题叙事分析。与案例企业的受访者共同讨论，确定全球政治风险发生变化的重要事件

与时间节点，进行阶段划分。最后，数据编码。第一步，以理论分析提出的研究框架为基础，对与

研究主题相关的案例资料进行编码，将素材标签化，编入一级编码库。编码时采用两位英文字

母加数字的方式对编码命名，其中第一个字母反映数据发生时间所处的阶段（风险萌芽阶段为

G，风险明朗化阶段为C，风险全面爆发阶段为B），第二个字母代表数据来源（一手数据为F，二
手数据为S），而数字则代表具体资料在数据库中对应的编号。第二步，抽象化。将提炼的标签

对应不同阶段进行归类，然后与测量变量的内涵进行比对，将标签凝练为关键词，形成二级编

码。第三步，对第二步提炼的反映同一概念的关键词进行归类合并，分析其表达的概念涵义，确

定编码结果，形成三级编码。第四步，根据研究框架的逻辑线条对编码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进

行编码整理，总结研究结论。

关键构念及编码结构如表2所示，其中风险文化与意识、风险识别、韧性激活、战略调整、韧

性表现借鉴了现有文献中的概念和测量，韧性基础则是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启发下提出的新构

念。风险文化与意识贯穿华为组织韧性形成与演化的全过程，因此本文只在全球政治风险萌芽

阶段进行探讨。此外，本文认为：在政治打击降临前，韧性激活和战略调整改变的是组织的韧性

基础，而韧性表现是组织在政治打击下呈现出的耐受度和恢复力，只有在打击真正降临后才能

观察到（Linnenluecke和Griffiths，2012）。因此，本文将华为的韧性表现视为各阶段韧性反应的

最终结果，集中反映在风险全面爆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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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关键构念、理论依据、测量变量及编码条目统计

构念 概念化 理论依据 测量变量
各阶段编码数目

合计萌芽
阶段

明朗化
阶段

全面爆
发阶段

风险文化
与意识

将风险管理嵌入组织每一层
级尤其是最高管理层的决策
过程

Christopher和
Peck（2004）

企业家的忧患意
识、组织的风险
文化

19 / / 19

韧性基础
有效处理环境信息的能力和
灵活改变资源分配以应对破
坏性事件的能力

Vogus和
Sutcliff（2007）

组织资源与能
力、组织流程 19 27 36 82

风险识别
感知潜在的破坏性事件，并
就其性质和对组织目标的影
响做出判断

Weick和
Sutcliffe（2007）；
Teo等（2017）

风险识别模式、
风险类型识别、
风险等级识别

23 31 39 93

韧性激活
当组织意识到威胁、挑战或
意外的紧急情况时，韧性产
生的机制

Roni等（2016）；
Hosseini等
（2019）

增加灵活性、增
加冗余 18 24 29 71

战略调整
改变资源配置和组织惯例，
以应对破坏性事件的影响

Srinivasan和
Swink（2018）

研发战略调整、
合规管理调整、
市场战略调整、
供应链战略调整

27 33 38 98

韧性表现
企业在逆境中的绩效，是将
韧性好的企业与韧性差的企
业区分开来的相关成就

Kantur和İşeri-
Say（2012）

供应链稳健性、
经营业绩稳健性 / / 23 23

 
 

四、  案例分析

（一）全球政治风险萌芽阶段的华为韧性反应过程（2003—2009年）

全球政治风险萌芽阶段的典型引用语和编码结果见表3。
1. 风险文化与意识。从1996年开始，任正非历次讲话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惶者生存，《反骄

破满》中提出“繁荣的里面，处处是危机”，《华为的红旗能打多久》中提出要把危机意识传递给

每一位员工，《华为的冬天》更是以泰坦尼克号来警醒员工在太平时期思考危机并做出准备的

重要性。受其影响，华为形成了对风险高度敏感的组织文化。企业家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组织风

险文化是华为能够在全球政治风险萌芽之初准确识别并决定做出积极响应的重要原因。

2. 韧性基础。2003年的华为具有一定的韧性基础。2002年实现营业收入221亿元，经营现金

流约26亿元。1996年到2002年，华为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7.96%，在芯片领域有一

定的技术积累。1991年，华为开发出第一款专用芯片；1998年，其基础研究部已成为国内最大的

芯片设计公司。财务资源和技术积累为华为在面对全球政治风险时做出积极的韧性反应提供

了条件。

3. 风险识别。2003年1月，思科起诉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虽然官司以和解收场，却引起了

华为高层的警惕。思科的诉讼并非政治因素所致，且美国政府的政治打击意图尚未显现，但基

于领导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华为在经济风险的触发事件中对全球政治风险进行了主动识别，并

得出结论：随着华为的发展，与美国在山顶的“遭遇战”迟早会发生，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

术未来可能将不可获得。在2004年的内部讲话中，任正非提示处于“春天”的华为要注意“冬
天”，由此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华为意识到了全球政治风险，二是判断风险等级尚低。

4. 韧性激活。在识别出全球政治风险后，华为沿着提高灵活性的方向激活了内部韧性。一

是研发从成本导向转为控制导向。不再满足于获取利润，转而寻求在对产品竞争力具有关键影
 

逆全球化情境下企业的组织韧性形成机制

9



响且美国供应商具有主导地位的环节实现自主控制。二是开始重视合规管理，强调合规开拓海

外业务。

5. 战略调整。对应于韧性激活的两个方面，华为进行了战略调整。首先，加大在核心技术领

域的研发投入。2004年成立海思，在研发项目选择上聚焦价值最高或者技术要求最高的主芯

片；在美国、瑞典、德国等多个国家设立研究中心，与多所顶级高校开展芯片的合作研发。其次，

于2007年进行贸易合规与海关遵从系统建设，2008年成立能与最高管理层直接对话的风险管

理部，对出口业务进行严格的合规管理。由于政治打击尚未降临，这一阶段的战略调整主要改

善了华为的韧性基础。

（二）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化阶段的华为韧性反应过程（2010—2017年）

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化阶段的典型引用语和编码结果见表4。
1. 韧性基础。经过全球政治风险萌芽阶段的韧性反应，华为已具备以下三方面的韧性基

础：一是拥有充裕的财务资源。2009年华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供应商，总营业收入1 491
亿元，净利润211亿元，经营现金流271亿元。二是在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环节具备了较强的研

发能力。2007年开发出移动通信的核心器件——基带处理器，2009年推出国内第一款智能手机

处理器K3V1。与芯片相关的核心专利数从2002年的6件增加到2009年的649件。三是建立了内

部合规管理制度，并形成了较强的合规意识。

2. 风险识别。2010年，美国政府禁止华为和中兴竞标美国第三大移动运营商Sprint

表 3    全球政治风险萌芽阶段的典型引用语举例及编码结果（2003—2009年）

构念 测量变量 典型引用语举例 关键词 编码结果

风险文化
与意识

企业家的
忧患意识

任总很强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是我们未雨绸缪的
主要原因（GF1）

危机意识；
忧患意识

领导人具有
较强的危机
意识

组织的风
险文化

我们总在顺利时想危机，好的时候讲危机（GF2） 危机文化
强调风险文
化

韧性基础
组织资源
与能力

现金流达到3.11亿美元（2002年）的华为显然是当之
无愧的龙头之一（GS16） 现金流充足

资金实力较
强

华为从1995年启动关键技术研究，累计投入资金超
过50亿元，投入研发人员3 500多人（GS12）

启动关键
技术研发

具备关键技
术积累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
模式

思科起诉华为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但引发了我们
对海外政治层面风险的警惕（GF2） 自发检查 主动识别

风险类型
识别

2003年，华为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
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GS2） 不可获得 断供

风险等级
识别

在2004年的内部讲话中，任正非提示处于“春天”的
华为要注意“冬天”（GS7） 处于“春天” 低风险

韧性激活
增加灵活
性

之前研发项目选择主要考虑成本和技术先进性等指
标，2004年后加入了业务连续性指标（GF1）

技术连续性
指标；控制
核心环节

研发：成本导
向→控制导
向

我们2004年开始思考合规问题，先是由高层在会议
中提出这个议题，然后成立合规项目组，2007年正式
进行贸易合规与海关遵从系统建设（GF2）

进行合规
建设

强调内部合
规

战略调整

研发战略
调整

任正非给海思芯片研发负责人下达任务：我每年投
入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给你2万人，一定要站起来
（GS32）

加大核心
技术研发

瞄准核心环
节研发

合规管理
调整

我当时在非洲公司，海外的每一单业务都要报合规
办公室审核（GF2）

合规开拓
市场

严格内部合
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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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el的网络升级项目；2011年11月，对华为和中兴展开调查，并于2012年9月召开国会听证。

至此，美国政府已表现出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倾向。面对美国政府的调查行动，华为只能以应

对为主、被动识别。在分析组织内外部环境后，华为做出以下判断：美国的政治打击可能在未来

三至五年降临；供应链上被美国企业垄断的环节风险最高；美国市场将是华为较长时间内难以

进入的市场。

3. 韧性激活。基于对全球政治风险逐渐升级的判断，华为选择同时沿着提高灵活性和增加

表 4    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化阶段的典型引用语举例及编码结果（2010—2017年）

构念 测量变量 典型引用语举例 关键词 编码结果

韧性基础

组织资源
与能力

我们实现了217亿元人民币的较充裕的经营活动现
金流，财务稳健（CS17）

经营现金流
充裕

资金实力强

根据专利检索平台Innography数据，华为H04、
G06核心专利总数由2003年的39件，上升至2009年
的649件（CS30）

核心技术
积累

核心技术进一
步提升

组织流程
华为不是隐藏得好，而是确实在合规上没有漏洞，
所以美国抓不到华为的把柄（CF1） 没有漏洞

内部合规体系
完善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
模式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要求华为在一周内提供材料
（CS3） 接受审查 被动识别

风险类型
识别

如果Android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
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CS5）

操作系统授
权被终止

断供

我们其实很希望进军美国市场，但得面对现实。因
为美国方面的风险是长期存在的（CS12）

美国市场存
在风险

市场禁入

风险等级
识别

虽然美国国会出了调查报告，但没有确认华为违反
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CF2）

遭到调查；未
被证实违规

中

韧性激活

增加灵
活性

我们做操作系统和高端芯片是一样的……断我们
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CS5）

核心研究；突
破限制

研发：控制导
向→控制+生
存导向

遵从适用的国际法律和规则，确保不会因法律遵从
问题而影响与华为公司的合作（CS38）

提出供应商
合规经营
要求

合规管理：内
部规范→主导
网络规范

2012年后，我们在运营商业务上就对高风险的美国
市场完全失望了（CF1）

退出高风险
市场

市场布局：收
益导向→风险
导向

增加冗余 在供应商的合作上也增加了连续性的考虑（CF1） 供应链连
续性

供应链：收益
导向→稳健性
导向

战略调整

研发战略
调整

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调整的考虑
（CF3）

研发操作系
统；研发芯片

继续加大核心
环节的研发
投入

华为手机为麒麟芯片提供了最初的市场和试验田
（CF5）

提供试验田；
商业化

为自研元器件
商业化提供
机会

合规管理
调整

系统化的合规运作从2013年开始，并出台针对内外
部的业务连续性管理政策（CF2） 外部合规

将供应商纳入
合规管理范围

市场战略
调整

之前开拓美国市场的强烈愿望没有了，转而开拓其
他海外市场（CF1）

美国市场转
移；开拓其他
市场

开拓美国外的
市场

供应链战
略调整

任正非喜欢把华为的生产比喻为修长城，以前是能
用美国砖就用美国砖，现在说法变了，要用全世界
优秀的砖，尤其是中国砖（CF4）

“中国砖”；引
进国内厂商

零部件的国产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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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的方向激活韧性。为了提高灵活性，华为一是主导研发活动从控制导向转为兼顾控制与生

存导向，主张在被美国供应商垄断的环节进行技术储备，包括不可能盈利却会影响华为生存的

环节。二是合规管理从关注内部合规扩大为关注主导网络合规。三是市场选择由收益导向转为

风险导向，调低对高收益、高风险市场的期望，将市场的风险等级作为市场布局的重要考虑因

素。为了增加冗余，华为的供应链构建原则从品质与成本导向转为降低供应商的国别依赖程度

导向，从提高供应链稳健性的角度重构供应链。

4. 战略调整。华为在韧性激活后进行的战略调整如下：第一，继续加大核心环节的研发投

入，并为自研核心元器件的商业化提供机会。2010—2017年，华为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达到14.43%，较2003—2009年高出5.14个百分点。2012年启动操作系统的研发，同时决定

将海思自研的处理器芯片K3V2用在华为手机上。即便自研芯片的制程落后且与GPU的兼容性

不好，但华为仍坚定地给自研芯片商业化提供试错空间。通过终端部门的及时反馈，海思的芯

片研发能力得到快速提升。第二，为进一步严格组织合规管理，华为于2011年设立由首席法务

官负责的贸易合规及海关遵从委员会，审核公司的贸易合规政策并执行监督职能。同时，将供

应商的合规能力纳入供应商的考核指标，在降低供应链风险的同时提升组织整体的合规管理

韧性。第三，对全球市场战略进行调整，将市场重心放在风险较低的中国市场和除美国外的其

他海外市场。2012年，华为宣布退出美国的电信运营商市场，2013年宣布不再将美国视为消费

者和企业业务的战略性市场。美洲市场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14.98%下降到2017年的6.54%，而

国内市场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34.98%提升至2017年的51.78%。第四，不断推动供应链上的零

部件国产替代。国内射频天线厂商硕贝德于2017年初成为华为的供应商，实现了对美国安费诺

部分产品的替代。同年，华为成为京东方柔性OLED的首位客户。

（三）全球政治风险全面爆发阶段的华为韧性反应过程（2018—2020年）

1. 韧性基础。经过长达15年的韧性反应，华为已拥有以下几方面的韧性基础：一是雄厚的

资金基础。2017年，华为营业收入6 036亿元，在全球500强榜单中排名第83位；净利润475亿元，

经营现金流达到749亿元。二是在通信技术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同时在部分核心元器件上已

具备扎实的技术沉淀。2017年底，华为与芯片相关的核心专利数增加到2 394件；2018年，海思

已是全球排名第五的手机芯片设计企业，操作系统研发进入第7个年头。三是建成了全面合规

管理体系，在全球经营中采用系统规范的制度及组织流程约束高层、员工及合作伙伴的行为。

2. 风险识别。2018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华为展开调查；8月，特朗普签署《国防授

权法》，禁止美国的政府机构和电信承包商使用华为的技术，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政治

打击全面爆发。在此后的两年中，美国政府针对华为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的打击不断升级，其

间却又多次调整华为的临时许可期限，风险跟随美国政府的打击政策时刻变化。在此情况下，

华为主要采用被动识别模式，通过对公司业务线的审查，整理出了一份受断供影响的零部件库

存量和可支撑时间等信息的清单，以及受影响的海外市场。

3. 韧性激活。全球政治风险的全面爆发全方位激活了华为的组织韧性，为了应对不断升级

的打击，华为全力调动资源，以进一步提高灵活性和增加冗余。具体来看，华为一是更加强调技

术研发的生存导向；二是在企业主导的合作网络中强调合规管理的战略价值；三是在市场布局

上更加强调风险导向；四是在供应链管理上强化稳健性导向。

4. 战略调整。韧性的激活促使华为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了战略调整：在技术上，华为继续

加大对核心环节的研发投入和加快自研核心元器件的商业化。2019年，华为研发投入占比再创

历史新高，达到15.3%；同时启动“达芬奇计划”，开始涉足AI芯片技术。面对芯片和操作系统的

断供，华为研发成果的商业化明显提速。2018—2020年，华为发布了5款核心芯片：昇腾芯片、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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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处理器、天罡芯片、凌霄芯片和鸿鹄818处理器。2019年8月，华为发布操作系统鸿蒙，随后迅

速将其投向市场，紧急救援因无法应用谷歌生态而陷入困境的华为手机。在合规管理上，

2018年，华为任命首席合规官，直接向董事会汇报工作；在各业务部门、全球各子公司任命合规

官并成立合规组织；针对贸易合规、网络安全与用户隐私保护、反商业贿赂等关键领域，华为还

分别成立了专项合规管理组织，实行跨区域、跨业务领域的体系化管理。

在市场布局上，华为聚焦低风险的国内市场，通过构建业务的横向生态，提高用户黏性。国

内业务占比由2017年的52%增长至2019年的59%。在供应链战略上，华为一方面大量采购由美

国企业独家供货的关键元器件，使库存水平足以支撑12个月以上的生产需求；另一方面大力培

育国内供应商，不但向其开放测试平台，而且在资金、技术、设备等资源上提供支持，以加快国

内供应商对美国供应商的替代。

5. 韧性表现。从2018年开始，华为面对美国政府的打击表现出很强的组织韧性：供应链迅

速调整到位，各项业务正常运行且保持增长态势。面对芯片断供，海思“备胎芯片”一夜转正；操

作系统断供3个月后华为推出鸿蒙系统；即便是自研芯片无法制造也没能让华为进入休克，通

过提前备货，华为已为2020年发布的Mate40系列和P50系列机型储备了足够的芯片。从企业经

营绩效上看，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华为的营业收入继续保持增长，2019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

分别同比增长13%和27%，全年收入增速只略低于2018年的水平。在不断升级的制裁压力下，

2020年上半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1%，净利润率9.2%。

五、  案例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全球政治风险逐渐升级的过程中，华为的韧性反应表现出不断演化的特征

（见表5），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随着政治打击的临近，风险识别模式从主动识别向被动识别转变，识别难度逐渐下

降。思科事件触发了华为最初的韧性反应，但该事件是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并无政治力

量介入。而在这之前，美国政府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限制华为的意图。要从一件纯商业的不利事

件中察觉出超越事件本身特征的政治风险，难度极大，华为是在没有发生政治打击的直接触发

事件时，对全球政治风险做出的提前预判，我们称之为主动识别。在之后的两个阶段，美国政府

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意图，华为对这种意图的走向进行判断，属于对全球政

治风险的被动识别，其难度明显降低。那么，为什么华为能在2003年主动识别全球政治风险？已

有研究发现，主动构建风险文化的组织具有更强的识别风险的能力（Adobor，2018），本研究进

一步认为，领导者在全球政治风险的早期识别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政治风险是政治圈

复杂博弈的结果，很难提前察觉（Davarzani等，2015），2003年又正值经济全球化盛行，华为能

在此时做出全球供应链可能被切断的预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领导人对未来的思考。受其成长

经历的影响，任正非具有在中国企业家中极其少见的忧患意识（吴晓波，2017），在华为高歌猛

进并获得外界众多赞誉的2000年底，任正非却号召华为展开对危机的广泛讨论，那种“天天思

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的危机感使其对风险极其敏感。这也印证了现有研究的发现：

深谋远虑的企业家通过思考未来预测风险（Välikangas和Romme，2012）。
第二，准确识别全球政治风险是激活韧性的前提，而韧性基础和组织风险文化与意识是韧

性激活依赖的条件。早在美国打击正式降临以前十五年，华为就对可能遭遇的全球政治风险做

出了准确判断，并因此开启了韧性反应过程。现有研究指出，识别出全球政治风险并非一定意

味着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Davarzani等，2015），组织需要具备必要的能力，才能对未来的环

境事件做出有效反应（Harms等，2009）。那么，华为是否因为具备了必要的能力，所以成功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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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韧性？研究发现，在全球政治风险的萌芽阶段，华为的韧性基础是比较薄弱的，并不足以独立

支撑韧性激活，尤其表现在研发活动方面。将研发导向调整为控制导向，意味着需要在技术壁

垒高的环节实现突破，这对于华为的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是领导者强

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组织风险文化，促使华为在资源和能力并不充裕的情况

下，决定对全球政治风险做出提前应对。韧性激活后的战略调整改善了华为的韧性基础，技术

能力明显上升，财务资源更为丰富。因此，在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后，扎实的韧性基础成为支撑韧

性激活的重要条件，企业依据韧性激活的方向，做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进一步巩固了韧性基

础。在风险全面降临后，雄厚的韧性基础固然是华为激活韧性的重要原因，而前两次激活韧性

的经历和产生的积极效果，也让激活韧性成为华为面对风险的惯常反应。

第三，韧性激活朝向获取韧性的关键禀赋，且激活方向持续演变。华为的韧性激活可以归

纳为两个具体方向：增加灵活性和冗余。在风险萌芽阶段，华为沿着增加组织灵活性的方向激

活韧性，包括调整研发活动导向和强调合规建设。其中，研发项目选择从成本导向转为控制导

向，合规管理强调内部合规。在风险明朗化阶段，研发活动导向除了继续强调控制核心环节，也

开始关注经济上无利可图，但在极端情况下能维持业务连续性的项目；合规管理范围扩大，从

关注内部合规建设转为关注主导网络的合规建设。同时，开始对全球市场布局进行调整，放弃

表 5    华为应对全球政治风险的组织韧性演化过程

全球政治风险阶段
风险萌芽阶段

（2003—2009年）
风险明朗化阶段
（2010—2017年）

风险全面爆发阶段
（2018—2020年）

韧性基础
组织资源
与能力

资金实力较强 资金实力强 资金实力雄厚

具备关键技术积累
核心环节的技术积累进
一步提升

核心环节的技术积累扎实

组织流程 / 内部合规体系完善 主动的网络合规体系完善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
模式

主动识别 被动识别 被动识别

风险类型
识别

断供 断供+市场禁入 断供+市场禁入

风险等级
识别

低 中 高

韧性激活
增加灵活性

研发：成本导向→
控制导向

研发：控制导向→
控制+生存导向

强调生存导向研发

强调内部合规
合规管理：内部合规→
主导网络合规

强调合规管理的战略地位

/
市场布局：收益导向→
风险导向

强调风险导向的市场布局

增加冗余 /
供应链：收益导向→
稳健性导向

强调供应链稳健性

战略调整

研发战略
调整

瞄准核心环节研发

加大核心环节的
研发投入

全面加大核心环节的
研发投入

为自研核心元器件商业
化提供机会

加快自研核心元器件的
商业化

合规管理
调整

内部合规管理
将供应商纳入合规管理
范围

战略性合规管理

市场战略
调整 / 开拓美国外的市场 大力开拓国内市场

供应链战略
调整 / 零部件的国产替代

培育国内供应商
增加关键部件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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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美国运营商市场的执着追求。在这一阶段，增加冗余成为韧性激活的另一方向，华为着手

与更多的供应商建立联系，以避免单一地区供应风险。在风险全面爆发阶段，韧性激活全面转

向保生存。在增加灵活性的方向上，研发战略强调生存导向，市场布局强调风险导向，合规建设

强调所主导的网络在所有业务领域的全面合规。在增加冗余的方向上，不但更重视对国内供应

商的培育，而且开始大幅增加核心元器件的库存。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随着全球政治风险的

发展，组织韧性激活的方向持续演变。另外，正如现有研究所指出的，灵活性和冗余是组织韧性

的关键禀赋（Williams等，2017），不管在全球政治风险的哪个阶段，韧性激活作为韧性反应的

初始环节（Burnard等，2018），获取韧性的关键禀赋都是其明确方向。

第四，华为沿着韧性激活的方向进行战略调整，且随着风险等级的上升，战略调整的力度

不断加大。华为从风险萌芽阶段便激活了合规管理韧性，战略调整从建立组织内部合规制度开

始，在实现了内部规范后，将供应商纳入合规管理体系，以实现主导网络的整体合规。全球政治

风险全面爆发后，设立首席合规官，从组织结构上明确合规管理的战略地位。风险萌芽阶段还

同时激活了研发活动韧性，华为由此开始了持续的研发战略调整，从2004年瞄准核心环节进行

研发，之后这一战略从未动摇，而且在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后，便不再满足于储备关键技术以备

不时之需，开始为自研核心元器件的商业化提供机会。在该策略的支撑下，海思的移动芯片技

术能力快速提高，成为华为手机不断超越消费者期望的重要保障。在全球政治风险全面降临

后，华为加快了自研核心元器件商业化的步伐，在短时间内四条业务主线都发布了自研的核心

芯片。在这一过程中，华为的研发投入迅猛增长，为突破核心环节的技术壁垒提供了充足的资

源保障。研发战略调整需要的时间和资源投入构成了高科技企业与其他企业的主要区别。市场

韧性和供应链韧性激活始于全球政治风险明朗化阶段，对应的战略调整意在降低对美国市场

和美国供应商的依赖。在全球政治风险全面爆发后，市场和供应链进一步向国内收缩。考虑到

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这一战略调整有利于降低美国联合其盟友实施共同打击可能对华为造

成的伤害。

第五，全面的战略调整使华为各个子系统的韧性同步增强，共同构成了组织的整体韧性。

由于政府制裁需要理由（Ellis，2020），华为高水平的合规建设迫使美国政府进行长时间的调

查，延缓了打击的实施，为研发、市场和供应链战略的调整争取了时间。在2018年8月特朗普宣

布对华为实施市场禁入打击时，美国市场对华为全球销售收入的贡献不到1%，市场禁入的影

响有限，这提高了全球政治打击下的市场韧性，为华为应对逆境提供了充足的财务资源。当美

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时，华为供应链中美国供应商的比例已下降到19%，中国供应商的比例

上升到21%，而且在对美国依赖程度大的元器件上准备了1年以上的库存。供应链战略调整的

结果增强了华为供应链的韧性，使其能修复一定程度的供应中断，为寻找和培育替代供应商争

取了时间。而在服务器芯片等技术壁垒极高且被美国企业完全垄断的环节，华为通过激活内部

韧性，调整研发战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突破，在四大业务板块上完成了自研核心芯片的商

业化，如鲲鹏芯片成功让华为的企业业务摆脱了对英特尔X86的依赖，在断供打击时对供应链

韧性形成重要补充。

根据华为应对全球政治风险的历程，本文推导出全球政治风险下中国高科技企业韧性反

应的过程模型（见图3）。

六、  研究结论

（一）在全球政治风险下，组织韧性高度依赖于风险萌芽阶段的风险识别能力

政治打击与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破坏性事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服务于国家战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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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崛起，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打击目标，这些

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在关键技术环节对美国供应商存在严重依赖，为美国政府实行精确

打击和连续打击提供了可能。这些关键环节具有技术壁垒高、突破难度大的特点，无法在短期

内实现补短板。只有在风险萌芽阶段识别出全球政治风险，才可能为后续的战略调整争取到足

够的时间，从而在打击降临时表现出高韧性。现有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指出，由于存在不确定

性，识别环境威胁本身就非常困难（刘家国等，2019）。再加上政治风险在企业管理中处于次要

地位（Asif等，2019），不属于风险管理的传统领域，使得风险识别和评估的难度大为提升。本研

究发现，企业家的忧患意识会促使管理团队采用主动识别模式，对环境威胁做出超越风险事件

本身特征的解读，从而在全球政治风险萌芽之初做出准确判断。

（二）韧性基础、风险文化与意识能促进企业在识别出风险后选择激活韧性

韧性激活是风险识别与战略调整之间的环节，现有文献对韧性激活的关注较少（Burnard
等，2018）。本研究认为，在逆全球化情境中，韧性激活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能很好地解释在

全球政治风险已明朗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企业拒绝做出战略调整。中国高科技企业要在被美

国企业长期垄断的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发现，在全球政治风险萌

芽阶段，企业的韧性基础往往无法独立支撑开启战略调整的意图，韧性激活高度依赖于组织风

险文化，具有忧患意识的企业更可能做出未雨绸缪式的反应。在全球政治风险逐渐明朗后，能

否激活韧性则更多取决于韧性基础。此时留给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的时间已不多，韧性基础不足

的企业没有信心在有限的时间内弥补企业业务上的薄弱环节，尤其是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见

到明显成效的核心技术环节，因此面对全球政治风险，企业没有激活韧性的动力。相反，韧性基

础扎实的企业更可能对明朗化的全球政治风险做出积极反应。

（三）增加灵活性是韧性激活的首选方向，增加冗余是高风险环境下的韧性激活策略

企业在增加灵活性上的投资（如加大对核心环节的研发投入）不但能在全球政治风险爆发

后提高企业的韧性，而且有利于企业减少对核心元器件供应商的依赖，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权力地位和租金攫取绩效（Lee等，2020）。而在增加冗余上的投资（如增加库存）则只有当风险

爆发后才具有价值，在此之前，只能形成成本。因此，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增加灵活性比增

加冗余更有价值（Hosseini等，2019）。

·资金实力强
·关键技术积累提升
·内部合规体系完善

韧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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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球政治风险下中国高科技企业韧性反应的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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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他国政府发起的政治打击下，各个子系统的韧性共同决定了组织的整体韧性表现

与恐怖袭击等政治破坏只影响供应链的连续性不同（Aisen和Veiga，2013），国家制裁对企

业的市场和供应链同时展开打击，企业在任何一个子系统上的脆弱都会导致组织整体缺乏韧

性。市场多元化有助于避免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在市场禁入下保持更高的市场韧性，为组织对

抗逆境提供丰富的财务资源。供应链冗余使得企业不至于在断供打击下立刻陷入休克状态

（Kamalahmadi和Parast，2016），得以在寻求替代性解决方案的时期保持生产活动的连续性。而

内部韧性则为组织修复供应链中断提供了重要支撑，基于产业链安全导向的研发战略使企业

在控制力强的核心环节具备商业化能力，在供应链中断后能迅速以自制替代外购。其结果是，

企业不但在政治打击下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且一旦挺过危机，企业当初被迫在全球供应链

核心环节进行的投资将转化为企业新的核心能力，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市场地位和价值获取

绩效将因此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

七、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一）理论贡献

1. 本文对组织韧性研究的理论贡献。本文揭示了在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破坏事件下，组织

韧性的形成机制，创新性地引入了韧性基础和韧性激活两个构念，并对此展开剖析。全球政治

风险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逆境事件，现有韧性研究缺少对这类事件导致

的组织业务中断的关注（Burnard等，2018）。以国家制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全球政治风险具有

精确打击和连续打击的特征，与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其他逆境事件形成重要区别，企业韧性

反应过程也因此具有不同特征。首先，本研究发现风险识别能力对韧性表现具有重要影响，并

提供了经验证据。大多数组织韧性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都在遏制危机而非预测危机上（Linnenluecke，
2017），但在全球政治风险下，预测危机更重要。由于企业只有在打击降临前做出充分的战略调

整，才能表现出良好的韧性。因此必须在风险萌芽阶段就做出准确判断，才可能为战略调整争

取足够的时间。其次，在现有韧性研究几乎完全忽略了韧性激活环节（Burnard等，2018）的背景

下，本研究明确了韧性激活的方向和具体举措，同时提出韧性基础的概念，用以概括风险事件

发生时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与流程。这两个构念的引入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面对

全球政治风险时能较早地做出反应，得出的结论为理解全球政治风险下的企业韧性提供了有

价值的见解。最后，本研究发现全球政治风险作用于企业的各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的协同韧

性反应不但能推迟危机的到来，而且使企业在打击下表现出更强的韧性。这有助于理解组织韧

性的过程，并因此证明了组织韧性的整体性质。

2. 本文对国家制裁研究的理论贡献。政治学文献高度关注在由西方国家发起的制裁中，被

制裁对象的应对策略（Guter-Sandu和Kuznetsova，2020）。但相关研究大多站在制裁发起国的角

度，回答如何提高制裁效果的问题（Christie，2016），且采用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Matera
等，2019），未将非国家主体纳入其中。事实上，在全球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的背景下，美国正越来

越多地将中国企业作为制裁对象，本研究针对这一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新现象，以遭受严厉制裁

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应对策略。研究发现，针对高科技企业的政治制裁方式

主要是市场禁入和断供，制裁对象对风险的早期识别和韧性激活，以及持续的战略调整有效减

弱了制裁效果。本研究拓展了国家制裁的研究对象，站在制裁目标的角度回答如何在国家制裁

下保持组织韧性，由此得出的结论对现有制裁领域的文献形成补充。

（二）实践启示

现有研究认为采取主动行动将损失最小化是管理风险的有效方式（Dubey等，2021），而被

动反应同样能减少逆境事件带来的影响（Ivanov等，2014）。但本研究发现，由于政治打击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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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薄弱环节，其具有的精准性将导致采用被动反应策略的企业陷入生存危机。因此，受全

球政治风险影响的企业必须及时激活韧性反应，进行主动的战略调整。具体而言，在美国全力

遏制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应将持续生存作为

首要目标，高度重视全球业务的合规性，避免给予美国实施打击的合理借口。同时，调整全球市

场战略，提高国内市场在全球销售收入中的贡献。另外，在由美国企业掌控的全球供应链核心

环节，要敢于发起技术攻关。掌握核心技术并具备商业化能力，是在政治打击降临时保证业务

连续性的根本。当然，在所有由外国企业控制的环节进行技术积累，即便对于实力雄厚的全球

性领导企业而言，也是不现实的。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高技术行业中的领导企业有必要从之

前的竞争关系转变为竞合关系，联合行业力量，尽快打造国内供应链，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组织韧性只有在破坏事件发生后才能表现出来，因此，研究对象必须选取遭遇破坏事件的

企业。本研究以遭遇美国政治打击的华为公司为对象，研究其韧性反应过程，需要进一步验证

研究的稳定性。随着遭遇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数量的增加，未来可对更多不同属性特征的企业

进行案例研究，探索全球政治风险下影响组织韧性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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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in the Context of Anti-globalization: A Case

Study Based on Huawei

Song Yun,  Wang Jie,  Chen Haoze
（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Summary: Drawn from a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extract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response process  under  global  political  risks,  innovatively  proposes  the
concepts of resilience foundation and resilience activation, which are ignored by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introduces them into the framework.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is paper adopts the vertical single
case study method and chooses Huawei, which is subjected to U.S. sanctions, as example,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f Chinese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the context of
anti-glob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1）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under global  political  risks
depends highly on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risks in the initial stage.（2）Resilience foundation and risk
culture can explain whether enterprises choose to activate resilience after identifying political risks.
（3）Increasing flexibility is the preferred direction for resilience activation, while increasing redundancy
is a strategy of resilience activation in high-risk environments.（4）Resilience of each subsystem of the
enterprise determines the overall resilience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under political sanctions
initiated by other countries.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ly, it incorporates anti-globaliz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into unfavorable events that may cause organizational business interruption,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resist global political risks, and reveal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n such special periods. Secondly, it innovatively introduces two
constructs, resilience foundation and resilience activation, into the researches of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launches an in-depth analysis. Finally, it expands the scope of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anctions, and explains how to maintai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under political
sa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nctioned enterprises, which supplement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high-tech enterprises that may be
affected by global political risks: Proactive risk identification must be initiated, resilience found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resilience response should be activated in a timely manner, and strategic
adjustments should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ly.

Key words: anti-globalization; global  political  risks;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formation
mechanism; Hua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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